
近代陕西著述概况及其特征 ①

梁严冰　刘　蓉

　　提　要：近代陕西著述成果最为丰硕的当属地方志编撰；洋务运动开始后，旧学尤其是以科举为内容的著

述衰落，新学及反映现代新学科的著述开始兴盛。近代陕西著述所反映的内容或事件本身发生在陕西，但著述

的影响却具有全国性甚至世界性。西北联大时期，西北联大学人著述出版了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论著；陕

甘宁边区出版、翻译了大量马恩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及毛泽东思想论著，这些著作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

次历史性飞跃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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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是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学术、文化最直接的反映，也是该地区一定时期内政治、经济、

技术、社会风气等的风向标。近代陕西百余年间的著述，可以说既是全国这一时期著述情况的一

个缩影，又呈现出陕西著述自身的鲜明特征。其间以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建立为一个大致节点，此
前可视为传统著述的延续，此后则是陕西著述新模式的开启。教育文化中心的变迁促成了著述出

版发行中心的变迁，政治体制的变化又促成了著述主体的变化，技术的更新则改变了著述的印

刷、装订、发行形式，而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与变化促成了著述内容的全面刷新。本文意在较为

全面、客观呈现近代陕西著述的概貌，彰显近代陕西著述的独特魅力和鲜明特征。

一　近代陕西著述出版发行中心的变迁
中国古代书院产生于唐代，源自民间和官府，是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其主要功能是开

展包括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积累、研究、

创造、传播的必然结果。① １８４０年以来，遍布陕西各府州县的书院承担着陕西文化教育功能，
其中尤以明清以来享有盛誉的关中四大书院为文化教育中心。位于西安的关中书院、三原的宏道

书院、泾阳的味经书院和崇实书院等，荟萃众儒群贤、士绅英俊、志士仁人，在近代陕西历史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１９１２年以前的陕西著述就主要产生于这些书院。这些书院既刊刻全国各
地流行通用的经史子集各类著作；书院先生、弟子的各类著述；也刊刻许多官修方志，如康熙、

雍正两修的两种 《陕西通志》，就是西安官刻志书。② 四大书院之外，陕西各地尚有许多知名书

院，如县的横渠书院、醴泉的烟霞书院、朝邑的华原书院、商县的商山书院、泾阳的正谊书

院、绥德的雕山书院、渭南的景贤书院、延安的嘉岭书院、三原的学古书院、榆林的榆阳书院、

汉中的汉南书院、銩稨的对峰书院、县的明道书院、西安的鲁斋书院等。可以与书院出版发行

各类著述相提并论的，是官绅士子的私刻，著名的如三原刘氏的传经堂、李氏桐阴轩、泾阳的经

正堂、安康的来鹿堂等。中华民国建立后，陕西著述出版的中心发生变化，其中一显著特点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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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转向城市，并形成近代陕西两大出版中心，即西安和延安。西安自古帝王都，在中国历史发

展的长河之中，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１３个朝代在此建都，长期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
中心存在。辛亥革命后，陕西成为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北方省份。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１１月２５
日，陕西省政府议决设立西安市。① 之后，西安的城市建制、行政区划虽有变化，但依然是陕西

乃至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著述出版非常丰富。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延
安成为世人瞩目的地方。延安既是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又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和模范根据地，中

共中央高度重视出版发行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延安出版发行的报纸有近百种，并有大量的马

列著作和书籍出版。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成为中国新文化中心。要特别强调的是，延

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紧密围绕抗日救亡和回答 “中国向何处去”这

一时代主题，对社会思潮进行有效引领，出版的大量论著，对形成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话语体系、

创立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意义重大，从而也使延安成为中国

新文化中心和重要的出版地，颇受世人瞩目。

二　近代陕西著述出版主体的变迁
近代陕西著述出版的另一特点是，著述出版的主体开始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著述

出版主体由传统的以民间、个人出版为主转向由政府及其各部门、政党团体、社团、研究会、出

版社等出版为主。

中国古代著述出版主要有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类，就陕西地方而言，除了各府州县署的官

刻和各地书院刻书之外，则主要是私刻、坊刻为主。私家刻书如三原刘氏传经堂、刘氏述荆堂，

泾阳柏经正堂、合阳书堂，西安李氏代耕堂等，无不在当时享有盛誉，是传统学术文化著述出版

的重要来源，举凡四书五经、忠义贤达、劝世箴言、乡贤著述，尽皆刊刻。其中合阳书堂的合刊

的 《长安志》和 《长安图志》等，都是刻印的陕西图书佳品。③ 晚清至中华民国建立，政权鼎

革，社会变迁，政治体制等的变化促成了著述主体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由以往传统的乡

间士绅、民间个人出版转向政府、政府部门、政党团体等为主。如，晚清陕西藩署在清政府

《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第一时间即进行了翻刻发行。中华民国建立后，陕西省政府教育厅等部

门团体刊印了大量关于教育的政策、法令、法规及指导性论著。如，陕西教育厅编、艺林印书社

民国１６年 （１９２７）刊 《陕西教育法令丛刊》，陕西省教育厅编、西安市政府印刷局民国１９年铅
印 《陕西省教育法令汇编》，陕西省民众教育委员会编辑、陕西省政府印刷局民国１７年刊 《陕

西省民众教育委员会法规汇刊》，陕西省民众教育委员会编、陕西省民众教育委员会民国１８年
刊 《陕西省民众教育委员会会务一览》，周伯敏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２６年铅印本 《救国教

育》，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３１年编印 《陕西教育概况》，洪宝林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３２年
铅印 《怎样训练特殊儿童》，尹耕南编、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３２年铅印 《怎样推进地方合作事

业》，陆廷珏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３２年铅印 《中心国民学校办理社会教育纲要》，胡超伦编

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３２年铅印本 《国民教育视察与辅导》，沈宝铭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

３３年铅印 《怎样办理成人班和妇女班》，熊翥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３３年铅印 《怎样筹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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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学校基金》，金蕃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３３年铅印 《怎样管理地方教育经费》，水心编

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３３年铅印 《怎样解决复式教学的困难》，辛楷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

３３年铅印 《怎样经营学校校园和农场》，顾开轩编著、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国民教育辅导研究委员

会主编、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３３年铅印 《怎样考察成绩和记分》，水心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

３３年铅印 《怎样搜集并编辑地方性教材》，董德鉴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３３年铅印 《怎样推进

地方文化事业》，桂丹华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３３年铅印 《怎样推进各种社会运动》，顾开轩

编著、陕西省教育厅３３年铅印 《怎样指导中心学校毕业生升学》，刘开达著、陕西省教育厅民

国３３年铅印 《怎样做一个中心国民学校的校长》，黄竞自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３３年铅印
《怎样做一个中心学校的教导主任》，万启宇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３３年铅印 《中心国民学校

怎样办理幼稚教育》，方洪浦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３３年铅印 《中心国民学校怎样协助地方

自治》，金钺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３３年铅印 《中心学校怎样辅导国民学校》，魏冰心编著、

陕西省教育厅民国３５年铅印 《怎样实施国语常识科混合教学》，张耀斗编辑、陕西省教育厅民

国３６年铅印本 《国民教育》，等等。这些由陕西省教育厅等部门刊印的关于教育的政策、法令、

法规及指导性论著，不仅记录和反映了时代的步伐和节奏，而且对陕西近代教育的普及、规范起

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陕西省其他政府部门及机关也刊印了大量相关报告、会议记录、统计报告等，如陕

西省临时参议会秘书处编、陕西省临时参议会秘书处刊 《陕西省临时参议会大会记录》（含各

年），陕西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编、陕西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刊 《陕西省年度行政会议专辑》

（含各年），陕西省政府秘书处汇编、陕西省政府秘书处刊 《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含各年），

以及陕西省民政厅民国３２年 （１９４３）编印 《陕西省实施新县制促进地方自治之检讨》，陕西

省民政厅民国３１年编印 《陕西省新县制巡回督导团财政报告书》之一、之二，陕西省政府统

计室编、陕西省政府统计室刊 《陕西省统计资料会刊》，陕西省政府秘书处统计股汇编、陕西

省政府秘书处刊 《陕西省政府施政成绩报告》（含各年），陕西省建设厅民国２７年油印 《陕西

省建设厅单行法规汇集》，陕西省建设厅民国３０年油印 《陕西省建设厅单行法规四十六种》，

陕西省政府秘书处法制室编、陕西省政府秘书处法制室民国刊 《陕西省现行法规汇编》第一

册、第二册、第三册，陕西省政府秘书处法制室编、陕西省政府秘书处法制室民国 ３２年刊
《陕西省现行法规汇编 （附编）》，陕西省银行编 《陕西省银行概况》 《陕西省银行工作报告》

《陕西省银行志》《陕西省银行汇刊》《陕西省银行业务报告书》，等等。这些书籍的刊刻既保

留了大量相关原始资料，又为陕西地方政府依法行政提供了依据与保障，并反映了近代陕西著

述出版主体的时代变迁。

三　近代陕西地方志著述成果丰硕、特色鲜明
近代陕西著述成果最丰硕的，当属地方志的编撰。地方志，也称方志，是记载某一地方的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历史、风俗、教育、物产、人物等情况的书，即 “一方之全

书”。它的特点是 “兼县史地，注重人文，详今略古，纪实求真”。中国历朝历代从中央政府到

各级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视此项工作，方志编撰在积累资料、保存文献、总结经验、指导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意义非同小可。从乾隆时期全国性的大规模修志以来，方

志编修已成为中国著述的一大亮点和特色。道光以来，方志的修纂仍然兴盛不衰，首先表现在地

方官绅对于本地前修志书的重新修订刊行。如嘉庆 《延安府志》在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进行了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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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嘉靖本 《澄城县志》和清顺治本 《澄城县志》等志在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进行了重刻。另
外，除了道光、咸丰、同治时期的各地修志外，光绪时期还进行过全国性大规模修志，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乡土志的修纂。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清政府学部在办新学的同时，通令各地编纂乡
土志，作为专供初等小学堂一二年级启蒙教育所用之乡土教材，并颁布了 《乡土志例目》，指导

各地就历史、地理、格致三方面材料编写，要求务为简明。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下诏预备立

宪，又敕命各县从速编纂，地方政府奉令邀集当地有关人员编写，因此大部分乡土志约编成于

１９０６年前后，此前及民国时虽亦有乡土志编成，但较为零星。中华民国建立后，延续以前修志
传统，在全国推行编修地方志，与旧志相比，民国新志大都增加了地质志、工商志、交通志、社

会志、自治保甲志、财政志、军警志、司法志、党团志、卫生志和方言谣谚志等新内容，反映了

晚清民国社会的变迁，其中尤以黎锦熙编纂的陕北四志——— 《黄陵县志》《洛川县志》《同官县

志》《宜川县志》最为著名。

１９３８年，西北联合大学从西安迁至城固，联大教授黎锦熙到陕南城固后感慨颇深，决心
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地方志的纂修至关重要。之后，他受

县长余正东之邀，被聘为城固续修县志委员会总纂，受命草拟续修工作方案，为城固县续修

方志，方案由他手定，并总其成。１９４０年，黎锦熙开始研究中国旧方志学理论，根据当时社
会实际状况，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并对新修方志的目标、功能、原则、方法、篇目等提出自

己的独特见解。① 在这一过程中，黎锦熙不拘泥于旧志体例，吸取各家之长，抛弃糟粕，根据

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要求出发，革新方志的体例和内容。他在城固６年间，发表相关学
术论文１０余篇，１９４０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著作 《方志今议》（又名 《城固县志续修工

作方案》），对中国现代方志学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成为新修地方志的理论指导书。该书

论述了方志的四原则和取材的 “三宗”，四原则是指 “明三术，立两标，广四用，破四障”，

“三宗”是指方志材料来源于实际调查、档案整理、群书采录。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一整套理论

体系。在这部书里，他还根据清代章学诚 《文史通义》中修地方志的理论，结合实际工作中

的经验和体会，论述了新修方志的基本取向和创新。主张 “以后方志，决不当再以文章体裁

分类”，而是 “某类用何文体，一随其事之宜”。② 在《方志今议》中，黎锦熙创设了城固 “县

志拟目”，拟目分为 ５门 ３０篇，附录二种。具体志目为疆域总图、大事年表、建置沿革志、
地质志、气候志、水文志、地形志、农矿志、土壤志、生物志、人口志、工商志、交通志、

财政志、水利志、合作志、吏治志、军警志、自治保甲志、司法志、卫生志、党务志、教育

志、古迹古物志、宗教祠祀志、氏族志、人物志、风俗志、艺文志、方言风谣志，后附本县

文征和本县丛录等。该著作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高度赞扬，朱士嘉撰文称： “从表面看，

《方志今议》是专为编写 《城固县志》而作的，但它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部分经验，已经概

括上升为理论，而这种理论既精湛，又有说服力，对于我们编修社会主义省志、市志和县志，

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③ 之后，他于１９４２开始陆续撰成 《黄陵县志》２１卷、《洛川县志》２７
卷、《同官县志》３２卷、《宜川县志》２７卷，并相继出版，为陕西地方志的建设和发展中国方志
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黎锦熙主持撰写的陕西地方志新志书以 “地志历史化，历史地志化”为修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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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秦开凤、何炳武：《黎锦熙的方志理论与实践》，《西北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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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要使地方志起到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和旅行指导４个作用，《方志今议》从而也
成为全国新修地方志的理论指导书，时至今日对全国新修地方志书仍有现实参考意义。

四　近代陕西著述所关涉的内容具有全国性乃至世界性
近代陕西虽然不像古代陕西一样长期处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但在全国也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单元，并体现出自身的鲜明特点。如，同治年间

回民事变对陕西影响至深至巨，一大批相关著作从各个角度反映了这一事件，如王道源 《关陇

思危录》、易孔昭 《平定关陇纪略》、杨毓秀 《平回志》、余澍畴 《秦陇回务纪略》、陈邦瑞 《钦

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马祥麟 《陕甘劫余录》、张修府辑张芾 《张文毅公奏稿》、左宗棠

《左文襄公奏疏续编》等，以奏疏、军书等一手资料以及作者们的亲历亲见亲闻，描述同治陕甘

回民事变的起因、经过、相关攻守事宜。

晚清及民国初期，西北开发备受国人关注与重视，嘉、道、咸时期学者们潜心于西北史地研

究，孙中山设想在西北修筑铁路、开发西北富源，盘踞西北的各路军阀也提出了一些建设西北的

政策和主张。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前，国人对西北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学术热情或政治理想，各种
建设主张大都未能付诸实施。这种情况，从３０年代开始有了明显变化，西北的重要性引起了政
府及朝野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１９３０年７月，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专门制定了 《西北建设

计划》；１９３２年３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决定 “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①；

１９３４年５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宋子文视察陕、甘、宁、青四省，指出 “西北建设，不

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并

强调 “西北建设，是我中华民国的生命线”②；１９３８年１月，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发表谈话
指出，战前我国经济建设分布失调，发展畸形，今后应注意内地建设，并以 “西南、西北为基

础”③。１９４２年，蒋介石亲赴西北各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视察，返回重庆后，于９月２２日就
西北建设问题发表讲话称，“这次视察西北之后，格外觉得不仅我们抗战可以胜利，而且建国

也有把握。……如果我们说西南各省是我们现在抗战的根据地，那么，西北各省就是我们将来

建国最重要的基础”④。随后，在１１月２４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１０
次会议上通过了 《关于积极建设西北增强抗战力量奠定建国基础案》。至此，抗战前后开发大

西北成为当时国民政府及有识之士的共识。１９３２年组成的陕西实业考察团以及后来的各种西北
考察团，还有各界人士，他们或公干、或考察、或游历，亲历三秦大地，对西北有了较为直接

的认知。因此，事涉西北开发的各类考察记、游记类历史著述蔚为大观，如陈赓雅 《西北视察

记》、林鹏侠 《西北行》、刘文海 《西行见闻记》、陈万里 《西行日记》、李孤帆 《西行杂记》

等，都记录了包括陕西在内的西北地区文化教育、风物民俗、农田水利、交通古迹、商业状

况、民众生活等各个方面，为国人了解西北、陕西打开了一扇窗口。此外，徐旭著 《西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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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案》 （民国２１年３月５日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荣孟源编：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５６页。
《宋子文在兰州畅论西北建设》，《申报》１９３４年５月９日，第５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酝酿制定 “西南、西北及江南三区轻工业开发计划”史料两件》， 《民国档案》

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１９，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１９８４
年，第３１７—３１９页。



论》，陈岱孙等执笔的 《西北经济建设论》，安汉著 《西北垦殖论》，安汉，李自发编著 《西北

农业考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 《西北生产现状及改进办法》，陕西省银行经济

研究室编辑 《西京市工业调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编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

区办事处工作报告》，殷之谦著 《中国合作之研究》，李仪祉等执笔 《抗战与农产》，何庆云著

《陕西实业考察记》等著述，不仅具有重要文献价值，而且在西北开发的理论与实践中也具有

重要价值。

１９３６年的西安事变震惊中外，记录、反映这一事件的著述在当时即成为热点。蒋介石、宋
美龄的 《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蒋介石随从李基鸿 《西安事变纪事

诗》都是当事人的记述，后来许多蒋介石的传记类著作中，西安事变也是重中之重。刘百川

《蒋委员长西安蒙难杂记》、蒋万里 《蒋委员长西安蒙难真相》以及 《举世申讨张逆檄电集》

《关于西安事变之报告与舆论》《西安事变后之舆论》《辟所谓 “容共以抗敌”之谬说》《西安事

变史料》《西安事变真相》等则是当时关于这一事件的诸多史料、舆论、评议和态度，这些著述

成为以后研究西安事变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一批外国记者以及中国的文艺工作者通过走访、观察创作的游记、通讯

和报告文学等，及时对陕西、对延安进行自己的观察和评述，并向世界介绍了陕西。国人著述如

《陕北纪行》《陕北印象》《西北特区特写》《延安访问记》《漫走解放区》等，对陕北的各方面

进行了描述。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 《随军漫记》《中国之战歌》，鲁登·爱泼斯坦的 《外国记者

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 《西北散记》《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

漫记》，尼姆·威尔斯的 《续西行漫记》，根室·斯坦因 《延安的日本俘虏》，英国乔治·何克的

《我看到了新中国》，瑞士巴斯哈特的 《延安视察记》等，都以独特的视角对陕西、对延安进行

了自己的观察和描述，并真实地向外界介绍了陕甘宁边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

五　传统学术著述逐渐衰落，新学及现代学术著述兴起
从洋务运动到学制改革再到民国新学逐渐普及，旧学尤其是以科举为内容的著述衰落，新学

及反映现代新学科的著述开始兴盛。从总体而言，１８４０年至科举废除前，学术主流仍沿袭明清
以来传统，以儒家经典研读为主要内容，因此围绕四书五经的阐释、注解、研究类著作较多，其

中又尤以关学传承特色鲜明。自宋代横渠先生开创关学以来，宋代吕大钧、吕大临，明代吕籹、

冯从吾等博学鸿儒都致力弘扬，正如二曲先生李所称 “关学一派，张子开先，泾野接武，至

先生 （少墟）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①。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 《易》为宗，以 《中

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主张学贵有用、道济天下。正因如此，易学研习蔚成风气，唐宋以来

的易学著作，如唐人陆德明的 《易经释文》《易经初学读本》，宋代朱熹的 《易学启蒙》 《周易

本义》《周易读本》，明人洪守美 《易说醒》及清人傅恒 《御纂周易述义》等在陕西仍多有刊

行。张载、程朱、吕氏的著述极为流行，如张载的 《张子全书》，朱熹的 《论语集注》《孟子集

注》《诗经读本》《四书读本》《四书章句集注》，程颐、程颢的 《二程全书》《二程粹言》《二

程遗书》《河南程氏外书》 《伊川易传》 《伊川经说》 《程子经说等》，吕大钧兄弟的 《吕氏乡

约》、吕籹的 《吕泾野先生经说》《泾野子内篇》等，均版本众多，广为流传。冯从吾的 《关学

编》是一部详实的关学史，与冯从吾并称关中三先生的朝邑王建常 《大学直解》、銩稨李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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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反身录》等都屡被翻印。先贤著述的重刊之外，时人著作也不时涌现，成为洋务运动以来陕

西实学、新学兴起的基础。三原贺瑞麟崇朱子理学，咸阳刘古愚重今文经学，其著述 《清麓答

问》《学记臆解》《孝经本义》等皆代表一时风气。随着晚清的动荡与变革，陕西传统儒开始走

向衰落，新学逐渐兴起。做过冯玉祥、宋哲元军事顾问的张文穆，１９３０年夏曾在陕西省读书会
有过一个讲演，书名 《大学之系统的研究》，虽仍是讨论四书之一的 《大学》，但仅从书名上看，

已经与旧学大为不同。三原陈顾远 《孟子政治哲学》《墨子政治哲学》，则已经完全是新的学术

面貌。总之，随着政治社会的变迁、西学的传入，现代学术、学科的建立，与之相应的著述大量

涌现，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既著述出版了大量现代学术著作，又翻译了一些西方名著。法理学著述

如，陈顾远著 《保险法概论》《国际私法本论》《国际私法商事编》《国际私法要义》《中国法制

史》《土地法》 《五权宪法论》等，以及张恒忻著 《民法要义》等；翻译出版的国外经济学著

作，如张仲实译苏联柯斯明斯基著 《封建主义》、列昂节夫著 《政治经济学初学读本》，马凌甫

译日本关一著 《工业政策》（上下）、津村秀松著 《国民经济学原论》（上下），施存统译日本山

川均著 《资本制度浅说》等。自然科学是 “各学之门径”，翻刻的新学著作如梅文鼎的 《平三角

举要》、英人傅兰雅的 《代数术》、英人赫胥黎的 《天演论》等，以及张秉枢的 《火炮量算通

法》是较早的弹道学专著，此外还有 《九数通考全部》《微积溯源》《勾股细草》等。农业、水

利、地质方面，如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著作 《论引泾》《再论引泾》等是现代化水利工程建

设的典范之作，德国的芬茨尔博士在受聘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和陕西省政府期间的著述如 《秦

岭天然林之育护及沿黄沿渭滩地林之培植》 《西北引渭治黄中林业将来之任务》 《西北造林论》

等，奠定了陕西林业发展的基础。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齐敬鑫博士的著作 《民国二十四年陕西之

林务》《国防用材核桃木》《陕西黄土高原天然情形之研究及其改进之可能》等都是该领域的经

典之作，著作出版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他农业方面的著作如陕西省农会编 《陕西劝农浅说》，陕

西棉产改进所编 《陕西棉产估计调查报告》，熊伯蘅、万建中编 《陕西农业经济调查研究》，华

源实业调查团编 《陕西长安县草滩、泾阳县永乐店农垦调查报告》，陕西棉产改进所编 《陕西棉

产改进所推行合作事业报告》等，都对陕西农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陕西

地质学界的奠基人之一、蓝田赵国宾的著作 《陕西泾洛两河下游间地质矿产》《陕西梁山尾闾地

质矿产及启发龙门山煤矿与石灰之设计》《启发韩城龙门煤矿石灰之设计》等影响巨大，杨钟健

是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其著作 《新疆之奇台天山

龙》《许氏禄丰龙》等在古生物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等等。尽管这类著述不算很多，但

已经呈现出崭新的学术文化面貌，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现代学术在陕西的建立和发展，并对以

后陕西特色学科的形成在理论与实践上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六　西北联大师生的著述具有重要影响
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组建的一所大学共同体。１９３７年９月

１０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第１６６９６号令，宣布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北洋工学院和北
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① 太原失守后，西安告急。１９３８年３月，西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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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迁离西安，到陕南汉中等地办学，同年 ４月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组建后，
１９３８年７月、１９３９年８月，国民政府先后指令西北联大分置为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
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及西北大学等５院校。抗战胜利后，西北联大主体大部分永
留西北。现在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西北

师范大学等院校，都与西北联大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西北联大的组建不仅赓续了民族的文

化血脉、保证了弦歌不辍，而且承载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它将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体系系统

植入西北，是西北高等教育的摇篮。西北联大不仅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独特

贡献，而且联大学人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产生了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与论著，成为当时学

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① 相关著述、教材、讲义等如国立西北大学委员会编，１９４７年 ２月
印 《国立西北大学概况》；陆懋德著，１９３７—１９３９年成书 《中国上古史》，该著作于１９４１年
获国民政府教育部著作发明三等奖；陆懋德著，撰成于１９３７—１９３９年间，出版于１９４５年的
《史学方法大纲》；张知道著，１９３５年３月出版的 《西京碑林》，是近代以来专以碑林为题材

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物，对西安碑林的历史沿革和所藏历代碑刻作了概要介绍；冯承钧译著，

１９３６年商务印书馆初版 《多桑蒙古史》，是西北联大时期历史系学生必读书目之一，该书是

１９世纪初瑞典人多桑写的一部蒙古史，所叙时间为 １２世纪初至 １４世纪 ８０年代；杨钟健著
《新疆之奇台天山龙》，１９３７年列入 《中国古生物志》新丙种第 ２号，由地质调查所印行；
杨钟健著 《许氏禄丰龙》，１９４１年列入 《中国古生物志》新丙种第 ７号，由地质调查所印
行；杨钟健著 《巨型禄丰龙 （新种）》，１９４７年列入 《中国古生物志》新丙种第１２号，由地
质调查所印行；杨兆钧著 《维汉字典》，国立西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４７年油印出版；黄文弼著
《高昌陶集》，１９３４年出版；黄文弼著 《罗布淖尔考古记》，１９４８年作为 “中国西北科学考

察团丛刊”之一出版；西北联大历史系自编讲义 《中国远古之文化》 《甘肃考古记》 《西北

史地之研究》等；汪奠基著 《现代逻辑》，１９３７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许兴凯著 《日本帝国主

义与东三省》，１９２９年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许兴凯著 《日本政治经济之研究》，１９３１年天津
百城书店出版；周传儒著 《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１９３２年上海开明书局印行；周传儒著
《西北利亚开发史》，１９３５年正中书局印行；周传儒著 《意大利现代史》，１９３２年上海商务印
书馆印行；蓝文征著 《隋唐五代史》，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具体时间不详；以及 《史前史》

《商周史》《史学方法》《西洋现代史》 《考古学》 《隋唐五代史》 《西北边疆史》等自编教

材，作为国立西北大学 １９４１年度各院系所用课本广泛印行；另外，沈志远著 《新经济学大

纲》，１９３４年北平经济学社出版；罗章龙著 《中国国民经济史》，１９４５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
刷出版；尹文敬著 《财政学》，１９３５年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出版；胡寄窗著 《战时物价管理

政策》，１９４２年西安经济学报社出版发行；彭迪先著 《战时的日本经济》，１９３８年生活书店
出版；彭迪先著 《实用经济学大纲》，１９４０年生活书店出版；彭迪先著 《新货币学讲话》，

１９４７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李建勋、许椿生著 《战时与战后教育》，１９４２年陕
西城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示范研究所印；黎锦熙著 《方志今议》 （又名 《城固县志续修工作

方案》），１９３９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黎锦熙著 《西北联大校史》，１９４４年５月陕西城固编印，
等等。

西北联大学人的这些著作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是２０世纪三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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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国学术 “转向”西北的重要标志，以致对西北问题的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门 “显

学”。① 这些成果与著作，包括后来闻名世界的敦煌学及对古丝绸之路的研究、探索都是在这一

时期发端的。总之，西北联大学人的著述是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高度
重视。

七　翻译出版马克斯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宗旨与任务决定了中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

导。因此，较为系统的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著作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

作之一。１９３８年，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编译处，集中翻译马克思主义系列著作。１９４０年，中共
中央在 《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强调： “我各地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应对全部宣传事

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

水平。”② 并要求 “每一较大的根据地上应开办一个完全的印刷厂”。③ 同年１０月，中央文化工
作委员会给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指出：“各种不同类的文化团体的任务，就

是介绍、研究、出版、推广各种文化作品。”并特别强调了马恩列斯经典作家的著作出版。④ 同

年１２月，毛泽东再次强调： “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

关。”⑤ １９４１年６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要求：“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
动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⑥ 要求各级党组织大力出版马恩列斯的原著。

在党中央对著述出版的高度重视下，延安时期中央军委编译处集中主要力量翻译出１０部
《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２０卷 《列宁选集》。除此之外，延安解放社等还陆续出版了马克思、恩

格斯著作 《德国农民战争》《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评》《共产党宣言》

《马恩通信选集》《英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学论丛》《社会主义入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论中国》等，以及列宁、斯大林著作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

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论国家》《论民族问题》《论民族殖民地问

题》《社会主义与战争》《战略与策略》《“资本主义发展底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等数十种著

作，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既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素养与水平，又丰富了陕

甘宁边区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对指导广大青年如何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和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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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毛泽东著述活动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

时期。同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共领导人也在这一时期发表

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深刻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总之，毛

泽东思想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发行，完整、全面地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性

质，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策略方针和前途等问题，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如刘少奇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

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并强调：“毛泽东思想，从他的

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①

结　语
从道光二十年 （１８４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经历了自古未有的急剧而频繁的变动，

各种事物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一方面，规模不等、性质各异的战乱成为百余年间的历史背

景，战乱造成的毁灭和悲壮横扫了一切既有的秩序，没有什么能够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动荡和

冲突迫使国人不得不睁开眼睛，向外看世界，向内看传统，新旧中西之争由此冲击震撼着整个社

会，没有什么能人够置身事外。在这风云际会的百年间，陕西再次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成为

全国、全世界瞩目的焦点。鸦片战争的中心人物林则徐、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左宗棠都在陕西留下

了自己的活动轨迹；晚清帝国的权力核心慈禧太后曾经将陕西变作行都和整个中国的政治中心；

辛亥革命中陕西在北方各省中率先响应武昌革命，摧毁了象征满清统治的西安满城；五四新文化

运动中陕西是最早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最终将陕北作为

自己的立足点和新的出发点；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发展，由此形成了国共

第二次合作；１９３７年９月，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西北苏区改为陕
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共中央所

在地，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起着领导作用，新中国在

这里奠基；在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中，延安成为国人的信心和力量所在，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因此，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的陕西著述内容丰富多彩。一言以概之，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陕西儿
女们用著述形式记录与书写了时代赋予的灿烂篇章，传承了中华优秀文化，开创了美好的新

局面。

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文化学术日益受到重视的新时代，树立文化自信，创造更加辉煌的文

化，都必须站在历史的基石上。因此，系统了解近代陕西乡贤前辈的著述历史轨迹，挖掘其历史

资源，总结其鲜明特征，传承他们的生存智慧和文化创造，探究近代陕西社会的变迁及其动因，

对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文化自信，努力把陕西建成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必将起

到重要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曲江校区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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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少奇：《论党》（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４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３３—３３５页。


